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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司法认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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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室,重庆　 400016;2.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重庆　 409099)

摘要: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司法认定是世界各国法院共同面临的难题。 考察发现,不论是确认经

营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还是否认两者之间劳动关系的裁判,都使用了等级监督方法,侧重考察经

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而忽视了共享经济中从业者的灵活性。 由于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

的生产结构,从业者的灵活性成为影响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认定的重要因素,必须将其纳入新的认定方

法———支配度认定方法。 从业者的灵活性表现为其可以通过意思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经营者的劳动管理

和经济支配。 因此,支配度认定方法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实施劳动管理

和经济支配;二是从业者通过意思表示接受经营者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 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认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与从业者存在劳动关系,否则,不能认定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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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平台经济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新经济模式,而平台用工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就业

形态。 近年来,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平台从业者迅速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

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1]47-48。
由于平台从业者具有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用工关系看似松散等特征,导致平台企业与灵活就

业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难以界定,因此对平台从业者的保护存在不足。 而准确认定平台用工关系,为平

台从业者提供必要的司法保护成为人民法院参与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应有之义。

一、既有裁判的认定方法与结论检视

关于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认定,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裁判:一种是确认平台从业者与经营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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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另一种是否认两者之间的劳动关系。 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两种裁判的认定方法。

(一)确认劳动关系裁判的认定方法

2021 年 2 月 19 日,英国最高法院宣布了阿斯拉姆等诉优步公司案的终审裁决,裁定司机是优步公司

的雇员,不是自雇者,享有至少获得全国最低标准工资和带薪年假的权利。 英国最高法院在终审裁决中

阐述了 5 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优步公司决定了司机的劳动报酬;二是优步公司对承运合同的条款具有决

定权;三是司机登录平台,接单受到优步公司的限制;四是优步公司对司机的服务方式和内容有重大的控

制权;五是优步公司严格限制了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交流①。 从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判理由看,英国最高法

院侧重于考察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和劳动管理。
2015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机以自己是优步公司的雇员为由,提起了对优步公司的集体诉讼。

加州法院最终裁决,司机是优步公司的雇员,有权享有优步公司提供的各种保护和福利。 加州法院的裁

判理由是:优步公司向乘客提供的是运输服务,不是软件服务,优步公司依赖司机提供的服务获取收入,
并且通过设定费率来控制司机的收入。② 从美国加州法院的裁判理由看,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

理和经济支配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
2020 年 3 月,一名法国司机提起针对优步公司的诉讼,要求享有雇员的相关权利。 地方法院判定该

司机与优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优步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法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

司机按照优步平台的指令工作,司机无法和乘客建立直接的联系,更无自行定价的权利,因此,司机与优

步平台之间存在“从属关系” [2] 。 根据法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优步平台对司机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是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赵某诉代驾公司案中赵某系某代驾公司的驾驶员,在接到公司代驾信息赶往酒店接送客人

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赵某主张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应由代驾公

司承担。 我国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和代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赵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法院阐

述了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赵某并非承运协议的当事人,系按照代驾公司指令,履行承运协议;其二,赵
某是代驾公司考核并认可的驾驶员,在工作期间,接受公司的管理,遵守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

范;其三,收费标准由代驾公司制定,赵某并无议价的权利,且赵某是以劳动获取报酬。③ 从赵某诉代驾

公司案的判决看,我国法院认定平台从业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方法与英国最高法院类似,强
调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和劳动管理,不过这种认定是以对第三人造成损害为前提。

(二)否认劳动关系裁判的认定方法

与英国、美国、法国的法院不同,南非法院否认平台从业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8 年,在
优步公司诉南非全国公共联盟和工人联合会案中,南非法院判决,平台从业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存在劳动

关系,理由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契约是认定雇佣关系的必要前提,平台从业者需要证明其与平台经营者

之间存在雇佣契约,然而,优步司机提供的用工协议证明其与平台经营者系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南
非法院据此判定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缺乏经济支配和劳动管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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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某某与代驾公司劳动争议案中,我国法院认为,庄某某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可自行掌

握,并且未按月从代驾公司领取劳动报酬,因此认定庄某某与代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① 由于工作场

所不固定,劳动时间自由,说明代驾公司对庄某某的管理支配性不强,并且未按月领取劳动报酬意味着代

驾公司对庄某某缺乏经济支配。

(三)小结:运用相同的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纵观国内外的裁判,不论是确认还是否认平台经营者与从业之间的劳动关系,都使用了传统劳动关

系中的等级监督方法(hierarchical
 

supervision)②,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英国、美国、法国的法院认

为经营者对从业者存在经济支配和劳动管理,而南非法院对此持相反的观点。 我国法院在大部分案件中

不认可网络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存在,只有当平台从业者造成第三人损害时,法官才倾向于认定两者存

在劳动关系[3] 。

二、等级监督方法的检视

等级监督方法发轫于工业革命,是以传统的工厂劳动关系为基本模型发展起来的用工关系认定方

法,强调劳动者的人格和经济从属性。 这种方法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如果一个人“接受单位的管理、
做单位想做的事,获得用人单位的报酬”③,那么这个人就与单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 然而,在共享经济

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下,等级监督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仅关注平台经营者的支配性

按照用工关系形成的先后顺序,等级监督方法分别考察了以下内容:
首先,考察平台经营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协议。 按照传统的观点,劳动者是工厂里的工人,是依靠出卖

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无产者[4] 。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有平等建立劳动关系的权利,而双方的协议是

认定用工关系性质的重要依据。 因此,等级监督方法将双方的协议作为首要考察对象。 如前述案例所

述,南非法院直接以平台经营者与从业者的合作协议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英国、美国、法国的法院,
未采纳平台经营者以双方存在合作协议进行的抗辩。 在我国,也有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否认其存在劳

动关系的案例。
其次,考察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理。 由于劳动者接受单位的管理,并按照单位指令工作,因

此,等级监督方法将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理作为考察对象。 例如,法国法院认为,司机根据平台

的指令工作,无法和乘客建立直接联系,更无自行定价的权利,因而司机在工作中完全处于平台经营者的

支配当中。 在阿斯拉姆等诉优步公司案中,英国最高法院认为,优步公司对承运合同的条款具有决定权,
司机接单、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与乘客之间的交流都受到优步公司的限制。 由此,司机受到平台公司的

劳动管理。 在我国法院的判决中,平台从业者接受平台经营者的指令、被动接受服务合同条款、遵守规章

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判决的主要考量因素,而这些因素体现了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理。
最后,考察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 英国最高法院认为,平台经营者决定了从业者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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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消费者支付的费用是由经营者确定的;从业者收取的费用是扣除经营者收入后的剩余费用,从业者

不能收取超过经营者定价之外的额外费用;在接到投诉后,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将消费者支付的费用全

部或者部分返还给消费者。 法国法院认为,司机没有自行定价的权利。 我国法院在判决时,依然考虑了

收费标准的制定和从业者劳动报酬的获取方式。 这些都体现了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

(二)忽视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

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表现为其可以通过意思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经营者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体现

了从业者的自愿性和选择性。 然而,等级监督方法缺乏对从业者灵活性的关照。
一方面,忽视考察平台从业者对自身状况的认知。 “网络平台是共享经济的基础” [5] 。 平台经营者

提供网络平台这个虚拟的市场,增加了雇佣双方讨价还价和雇佣方式的灵活性[6] 。 在这个虚拟市场中,
等级监督方法无法全面考察平台从业者的基本状况。 尽管在双方签订协议的时候,平台经营者可以通过

协议、资料等掌握从业者的身份信息和生产工具信息,如身份证、驾照、车辆登记信息等,但是,与传统劳

动关系相比,经营者无法全面掌握从业者的信息,例如从业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信息。 这些信息

属于平台从业者对自身状况的认知范畴,平台从业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向经营者披露上述信息,进而根

据自身条件决定与平台经营者建立不同的用工关系。 然而在英国、美国、法国、南非以及我国,法院在判

决时均没有全面考察平台从业者对自身状况的认知,不利于保障平台从业者的知情权。
另一方面,忽视平台从业者的专职或兼职情况。 共享经济可以产生两种用工形态:一是劳动提供者

非专职化、固定化的“打零工”的形态;另一种则是劳动提供者专职化、固定化的工作形态[7] 。 对于第一

种形态,如果认定为劳动关系,可能会与平台从业者的初衷相悖。 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平台从业

者否认与经营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例,如在张某某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劳动争议

案中,张某某主张其利用周末或业余时间,接受滴滴或优步平台的工作,因此与滴滴或优步不存在劳动关

系。① 对于第二种形态,平台从业者已经将自身主要的时间、精力投入平台工作中,与一般的劳动关系并

无二致。 但是,不论是英国、美国、法国、南非,还是我国的裁判,都没有考虑平台从业者专职或兼职的

情况。

(三)小结:等级监督方法尚不完善

通过研究发现,等级监督方法重点关注平台经营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协议、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经济

支配和劳动管理,但没有充分考量共享经济中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 因此,等级监督方法尚不完善,难以

对平台从业者的工作新特点进行判断,而是把案件的事实解释作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标准,导致部分

从业者游离在劳动法保护的范畴之外[8] 。

三、支配度认定方法吸纳平台从业者灵活性的必要性

在共享经济中,“平台经营者依赖的是智能手机与无线网络的连接,而不是实体场所中等级森严的监

管制度”②。 因此,有必要考量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并将其纳入新的认定方法———支配度认定方法,进而

提出解决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认定问题的“中国方案”,有利于实现从业者利益与经营者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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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影响双方签订的用工协议的效力。 双方签订的用工协议是等级监督方法

的要点之一。 如前所述,共享经济的从业者有两种形态:一部分从业者本身有工作,其参与共享经济的目

的是“盘活手中的闲置资源”“挣外快” [9] ;另一部分从业者本身没有工作,其将参与共享经济作为养家糊

口的方式,这部分从业者虽然掌握一定的生产工具,但本质上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并无差异。 从业形

态的选择体现了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 当灵活性最大的时候,平台从业者是将共享经济作为兼职,其与

经营者之间仅为劳务合作关系,事实上确认了双方用工协议的效力。 当灵活性最小的时候,平台从业者

将共享经济视为专职工作,其与经营者之间为劳动关系,实际上否认了双方用工协议的效力。 因此,将其

纳入支配度认定方法具有现实依据。
其次,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影响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劳动管理的认定。 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体现在

可以自由掌握工作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为了确保服务质量,平台经营者制定并且执行相关管理制

度,例如从业者在提供服务时,既要接受平台经营者的派单指令,也要接受消费者关于服务质量的评价。
然而,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理是有限度的,优步司机既可以接受平台经营者提供的建议路线,也
可以拒绝采纳其建议。 如果不采纳平台提供的建议路线,则需要承担被乘客投诉的风险。

最后,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影响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经济支配的认定。 就平台经营者支配从业者的

收入而言,专职的从业者参与共享经济,是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唯一工作,平台对其经济支配度大,而兼

职从业者仅为赚取外快,有利于提高共享经济中资源的利用效率,平台对其经济支配度较小。 因此,在考

虑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时,应当考察从业者的专职或者兼职情况。 就平台经营者依赖从业者

的劳动获取利益而言,由于共享经济的核心是分享,旨在实现用工关系的灵活性和便利性[10] ,具有双赢

乃至多赢的特点,所以仅考察平台经营者的获利是不全面的。

四、支配度认定方法的内容及其运用

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着重考察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人格和经济从属性两个方面,但是基于平台用工

关系的特点,按照传统劳动关系认定平台用工关系可能会遭遇巨大的挑战[11] 。 于是有观点提出,通过一

种去组织化方式来判定平台经营者和从业者的用工关系。 然而,劳动关系的本质就是劳动者提供自己的

劳动,将自己置于用人单位的组织管理之下,以换取劳动报酬和相应的保护,去组织化认定劳动关系与劳

动关系的本质相悖,有为了保护平台从业者而扩张劳动关系之嫌[12] 。 所以,劳动关系的认定需要有一定

的弹性。 支配度认定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从组织的角度考察了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支

配,继承了劳动关系认定中人格和经济从属性的传统,而且结合劳动者的自主性,将平台从业者通过意思

表示接受经营者的支配纳入考察方法,发展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方法。

(一)支配度认定方法的内容

1. 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支配

平台经营者对平台从业者的支配分为两个方面:劳动管理与经济支配。 劳动管理的考察内容包括平

台经营者依法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比如工作计划、工作指令、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工具选择、
安排的频率及强度等,用以约束平台从业者的执业行为。 平台经营者还制定了工作纪律和考核要求,如
通过接单率、消费者的事后评价等,对平台从业者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评价,并与从业者的报酬密切关联。
为了证明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劳动管理,应当着重审查下列证据:平台经营者的招聘公告、从业者的登

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平台经营者向从业者发放的服务须知、工作证、服务证,工作中的建议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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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接单率、接单指令等,考勤记录,用工协议中报酬与从业者服务质量关联的条款,如消费者的事后评价

与从业者报酬的关联条款等。
经济支配的考察内容包括:劳动者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而工作,所以工作时长须达到一定要求,劳动

报酬、生产要素由用人单位提供;同时,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务以获取相应的报酬,且劳动报酬在劳

动者的收入来源中占据较大比重。 作为平台经营者,其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可以细分为:平台从业者提

供的服务是否属于经营者的主营业务,平台经营者收取消费者服务费和向从业者支付报酬的方式,平台

对于生产活动的作用,报酬在从业者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平台从业者工作的时间。 为了证明平台经营

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应当重点审查下列证据:经营者主营业务的证明、经营者收取消费者服务费用的

记录、经营者支付从业者报酬的支付凭证或记录、服务费用在经营者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业者的收

入组成等。
2. 平台从业者通过意思表示接受经营者的支配

平台经营者对从业者的经济支配和劳动管理客观存在,只有平台从业者接受了经营者的支配,才能

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认定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平台从业者通过意思表示接受经营者的支配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平台从业者与多个用工单位不存在多重劳动关系。 多重劳动关系即“兼职”,指劳动者与多个

主体建立了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 世界各国对多重劳动关系进行了限制,我国劳动

合同法也是如此。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多个用人单位订立

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因此,平台从业者如果与其他主

体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而后以“兼职”身份从事平台业务,那么,可以认定其与平台经营者不存在劳动

关系。 如果平台从业者与多个平台同时存在用工关系,鉴于平台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可以由双方协商,
协商不一致的,一般不宜认定平台从业者与经营者存在劳动关系。

第二,平台从业者接受了非全日制用工时长的限制。 工作时长是衡量工作真实有效性的指标[13] 。
在共享经济中,平台从业者对工作时长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自由决定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因此,
平台从业者与经营者存在劳动关系,需满足至少每日工作 4 小时或每周工作 24 小时的非全日制用工要

求。 对某些平台来说,从业者的准备时间超过实际劳动的时间。 虽然实际劳动的时间不满足非全日制用

工的要求,但准备时间达到这一要求的,依然可以认定平台从业者与经营者存在劳动关系。 有鉴于此,非
全日制用工的时长应当包括准备时间和实际劳动的时间。

第三,平台从业者没有放弃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具有劳动社会保障功能,当
平台从业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就意味着劳动关系终止。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44 条规定:“劳动

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超过法定年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从

业者,与平台经营者不存在劳动关系。 只有未超过法定劳动年龄的或者超过法定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的从业者,才有可能与平台经营者建立劳动关系。 从业者如果知道自己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那么就表明放弃与平台经营者建立劳动关系。

(二)支配度认定方法的运用

为检验支配度认定方法的有效性,拟选取英国阿斯拉姆等诉优步公司案和我国赵某诉代驾公司案、
庄某某与代驾公司劳动争议案作为测试案例。

按照支配度认定方法,英国阿斯拉姆等诉优步公司案的结论是或然的。 从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看,在用工过程中,优步公司对阿斯拉姆等进行了支配。 但是,优步司机的自身状况如何,是否具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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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劳动关系的条件? 参与优步公司运营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外快,还是获取唯一的生活来源? 工作的

时长是否满足非全日制用工的要求? 如果优步司机满足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参与优步公司运营是

为了获得唯一的生活来源,且工作时长达到非全日制用工时长的要求,那么可以认定阿斯拉姆等与优

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从我国赵某诉代驾公司案、庄某某与代驾公司劳动争议案可以看出,造成第三方损害是认定劳动关

系存在的重要前提。 这种认定方法以结果为导向,表现为“损害结果同劳动关系认定呈现较强的相关

性” [14] 。 但是不论结果如何,经营者对从业者实施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可能是相同的,主要区别在于

从业者通过意思表示接受经营者的支配。 为此,这种认定方法值得商榷。 根据支配度认定方法,代驾公

司对赵某、庄某某实施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是客观存在的,但赵某和庄某某是否具备与代驾公司建立

劳动关系的条件,是否将代驾工作视为生活来源,工作时长是否达到非全日制用工时长的要求,需要进一

步查明。 如果赵某、庄某某满足上述条件,法院可以认定其与代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否则不予认定。

五、结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15]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

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1]47-48。 可见,对共享经济、平台用工的发

展思路已经从鼓励转向支持和规范,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要确保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亟需健全

劳动法律法规,规范平台权力,完善平台从业者的权益保障制度,促使平台与员工之间建立健康的劳动

关系。
由于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因此从业者的灵活性成为影响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认定的重

要因素。 支配度认定方法吸纳平台从业者的灵活性要素,将从业者可以通过意思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经营

者的劳动管理和经济支配纳入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司法认定范畴,该方法突破了目前法院所适用的等

级监督方法关于从属性理论的边界,有助于解决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司法认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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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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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internet
 

platform
 

work
 

presents
 

a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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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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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judicial
 

decisions
 

reveals
 

that
 

both
 

rulings
 

affirming
 

and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form
 

operators
 

and
 

workers
 

have
 

uniformly
 

applied
 

the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method.
 

This
 

approach
 

primarily
 

examines
 

the
 

operator’ s
 

labor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control
 

over
 

the
 

worker,
 

yet
 

it
 

systematically
 

overlooks
 

the
 

flexibility
 

inherent
 

in
 

the
 

worker’s
 

role
 

within
 

the
 

sharing
 

economy.
 

Given
 

that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fundamentally
 

altered
 

traditional
 

production
 

structures,
 

worker
 

flexibil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determin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platform
 

context.
 

This
 

new
 

consideration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a
 

no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dominance-based
 

determination
 

method.
 

Worker
 

flexibility
 

is
 

manifested
 

through
 

the
 

worker’s
 

capacity
 

to
 

accept
 

or
 

reject,
 

via
 

expressions
 

of
 

intent,
 

the
 

operator’ s
 

labor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control.
 

Accordingly,
 

the
 

dominance-based
 

determination
 

method
 

comprises
 

two
 

essential
 

dimensions:
 

(1)
 

the
 

internet
 

platform
 

operator
 

exercises
 

labor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control
 

over
 

the
 

worker;
 

and
 

(2)
 

the
 

worker,
 

through
 

expressions
 

of
 

intent,
 

accepts
 

such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nly
 

when
 

both
 

conditions
 

are
 

concurrently
 

satisfied
 

may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platform
 

operator
 

and
 

the
 

worker
 

be
 

established;
 

otherwis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relationship
 

cannot
 

be
 

af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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